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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压力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计
资产可得性的影响

——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高志玉，赵雪雁，兰海霞，石育中
（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兰州 730070）

摘要：重点生态功能区主要承担着提供持续、稳定生态服务的功能，农户作为维护其主体功能

的最基础单元和该区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面临着自然、社会、政策等多重压力，其交互作用

不仅加剧了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更影响到该区主体功能的发挥，当前急需辨明多重压力对农户

生计的影响，以便寻求有效的生计脆弱性减缓对策。本文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运用入

户调查数据与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在识别农户遭受关键压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生

计压力的交互作用对生计资产可得性的影响。结果显示：①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大多数农户

遭受自然+经济型多重压力，其中，重点保护区、恢复治理区及经济示范区农户遭受的多重压力

分别以自然+经济型、自然+经济型、经济+社会型为主。② 在多重压力的冲击下，重点保护区

与恢复治理区农户除了社会资产可得性变化处于稳定状态，其余各类资产可得性变化几乎处

于降低态势，而经济示范区农户的金融资产与社会资产的可得性变化处于稳定状态，其余各类

资产可得性变化均处于降低态势。③ 婚嫁支出高与农牧产品价格下降、牲畜患病与人畜饮用

水困难、子女学费支出高+婚嫁支出高+农牧产品价格下降+养老无保障、建房开支高与生态政

策、子女就业困难与农业病虫害等压力的交互作用分别对自然资产、物质资产、金融资产、社会

资产、人力资产等的可得性变化影响最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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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活动与自然地理过程交互作用导致的全球环境问题已对人类

社会造成了严重威胁。2018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极端天气事件、自然灾害作为全

球发生频率最高的两大风险，不仅对经济社会、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等造成了直接影

响，还加剧了潜在风险发生的可能性[1]。随着热带气旋、风暴潮、暴雨和干旱等各种气象

灾害发生频率、强度、未来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不断增加，以及政策变化、快速城市

化、劳动力短缺等社会冲击的不断增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对于维持国家生态安全至关重要，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提供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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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持续的生态系统服务是其首要任务。农户作为该区最基本的生态环境保护单元，其生
计的可持续性直接关系到该区主体功能的发挥。已有研究发现，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普
遍遭受着自然、健康、教育、就业、政策等多重冲击[2,3]。各种冲击相互作用形成多层
次、复杂的反馈和嵌套关系，不仅放大了各种压力的危害性，也加剧了农户的生计脆弱
性[4]，使其极易陷入贫穷的困境。当前，急需探明多重压力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计的
影响，以便寻求有效的农户生计脆弱性减轻策略。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生计压力的研究大多基于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提出的可持
续生计分析框架（SL），从不同角度对框架进行扩展和细化，来分析生计压力对生计资
产、生计策略、脆弱性及贫困等的影响。国外学者多从气候变化与非气候压力等方面探
究了自然灾害[5]、政策变化[6]、社会经济[7]、环境变化[8]等家庭内外部压力对农户的生计资
产、生计安全、生计可持续发展等的影响。例如，Moghal等[9]指出小岛屿国家的农户极
易受到气候变化、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等多重压力的影响；Shameem等[10]发现自然灾害
与人文压力的相互作用削弱了渔民获取自然资产的能力，且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粮食安全
与用水安全；Tam等[7]发现在社会与环境压力作用下，社会压力是限制小农获得资产机会
的关键因素；Marzieh等[11]运用决策树方法得出干旱是影响农民生计安全的主要威胁因
素，同时，发现干旱强度与持续时间的相互作用加剧了生计脆弱性；Ryan等[12]研究发现
在新的政策制度背景下，市场风险与干旱是影响牧民生计的主要压力。国内学者大多关
注环境、健康、就业、市场、生态移民政策等单一压力对生计资本[2]、家庭消费行为[13]、
生计脆弱性[14]、应对策略[3,15]及可持续生计发展[16]等的影响，且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贫困
山区[17]、生态脆弱区[18]、内陆河流域[19,20]等。例如，许汉石等[21]提出优质的生计资产是增
强抵御压力的基础，并且生计压力的大小与农户如何配置其资产有密切关系；苏芳[22]发
现健康、环境和社会是影响生计资本的主要压力，而增加农户的生计途径可以提高农户
抵御外在风险的能力。总体来看，当前研究主要关注单一压力对生计可持续的影响，鲜
有研究关注多重压力对生计的影响，尤其较少关注多重压力的交互作用对生计的影响以
及多重压力对生计脆弱性的作用机制。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承担着重要的补给功能，不仅是黄河
上游的重要水源涵养区，也是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近年来，在气候变化
和人类活动的交互胁迫下，该区出现草原退化、湿地锐减、水土流失严重、河流补给量
急剧下降等一系列生态问题，严重威胁当地的生态安全，使其脆弱性加剧。农户作为该
区经济活动的微观行为主体与自然资源利用的最直接单元，其不仅遭受着气候变化、生
态环境退化、市场、生态补偿政策等带来的外部冲击，还承受着家人患病、子女教育、
牲畜患病等内部冲击。鉴于此，本文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基于农户调查数据，
在识别农户面临的关键压力基础上，运用有序Logistic回归方法，探讨生计压力的交互作
用对农户资产可得性变化的影响，旨在为减轻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计脆弱性的政策提
供借鉴与参考。

2 研究区概况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100°46′E~104°01′E，33°06′N~35°35′N）地处青藏高
原东缘，是青藏高原“中华水塔”的重要涵养地（见图 1）。包括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合
作、夏河、碌曲、玛曲、卓尼、临潭，总面积 3.1万 km2，占甘南州土地面积的 67.9%，
其中草地236.1万hm2，林地47.7万hm2，耕地7.2万hm2。大部分区域海拔3000~3600 m，

1153



地 理 研 究 39卷

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年均气温低于
3℃，年降雨量在 400~700 mm，水系发
达，包括黄河干流、洮河、大夏河三大
水系，多年平均补给黄河水资源 65.9亿
m3，占到黄河总流量的 11.4%。该区域
是以藏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主导产
业为畜牧业，非农产业薄弱，2017年末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
的54.93%，且国家级贫困县有4个。

根据《甘肃甘南黄河水源补给生态
功能区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从生态保
护的角度出发，将研究区划分成重点保
护区、恢复治理区和经济示范区。其
中，重点保护区占总面积的 44.2%，其
生态功能主要为涵养水源、汇集天然降
水补给河流和保存生物多样性等，并且
受生态政策影响，该区农户被禁止放
牧、狩猎、砍伐等一切开发利用活动，该区人口密度最低，仅为9.0人/km2；恢复治理区
占总面积的 50.7%，其生态功能主要为修复提高其涵养水源、补给河流水资源等，并且
受生态政策影响，该区农牧民需集中定居、以草定畜，休牧轮牧，在生态环境方面需治
理退化草原、修复森林植被、保护湿地与野生动植物，从而促进草原自我恢复，该区人
口密度为15.5人/km2，年降水量350~550 mm；生态经济示范区占总面积的5.0%，该区人
口密度最高，为88.6人/km2，并且受生态政策影响，该区农户养殖牛羊育肥等经济示范
项目的同时，需考虑其与当地水资源条件、环境条件是否相适应，并进行科学论证。

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问卷调查。2017年 10月，课题组首先通过走访各县市政府部

门，收集了该区的自然、社会经济等统计资料；然后，在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随机抽取
5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选取10户家庭进行预调查，对农户在生产生活中遭受的重大冲
击及其对农户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深度访谈。基于预调查结果，对调查问卷与访谈提纲做
了修改完善。2018年 1—3月，课题组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该区选取 30个乡镇，然
后在每个乡镇选取15~20户，进行为期20余天的正式入户调查，为了确保信息准确以及
农户便于理解问卷内容，在当地大学生的帮助下，调查员与受访户进行面对面访谈的同
时进行笔录，访谈后受访户对问卷中一些封闭式的问题进行填写，每户问卷调查时间约
为30~45分钟。入户调查中主要采用调查问卷、观察法等获取研究所需数据和信息，该
调查数据代表 2017 年末的基本情况，最终，收回有效问卷 549 份，有效问卷比例为
95.48%，其中，经济示范区有效问卷为49户，恢复治理区有效问卷为316户，重点保护
区有效问卷为184户。

调查内容包括：① 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包括户主的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以及
家庭成员的受教育水平、人口规模、从业方式、收入等；② 农户家庭拥有的生计资产情

图1 研究区与调查点
Fig. 1 The study area and survey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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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包括人力资产、自然资产、物质资产、社会资产及金融资产情况；③ 农户家庭面临
的各种生计压力，包括自然灾害、人畜饮水困难、草场/耕地质量下降、家人患病、养老
无保障、子女就业困难、婚嫁开支高、农牧产品价格波动、生态政策等；④ 生计压力对
五大资产（人力资产、自然资产、物质资产、社会资产、金融资产）可得性的影响。

本次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为 45.37岁，且被访对象中有 69.03%是户主，对家中的情
况了解较为全面，对问卷的回答较为客观，调查结果可信度较高。该区受访者的平均家
庭规模5.08人/户，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51.8%的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家庭劳动
力数量为2.91人/户，人均年收入7048.81元/人。其中，恢复治理区农户的人均年收入最
高，其次是重点保护区，最低为经济示范区。受访户数量虽较少，但将其与《甘南统计
年鉴（2017）》统计资料对比发现，样本基本上能反映研究区农户的基本情况，因此，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见表1）。

3.2 研究方法
3.2.1 多重压力的测度 多重压力通常指国家、地区或家庭在某一时段内遭受的多种风险

冲击，包括社会风险、经济风险、自然风险等[23,24]。农户作为最小的生计单元，其生产生

活中面临的压力往往表现出多样化与复杂性特征，本文基于已有关于多重压力（冲击）

的相关研究及研究区的实际情况[25]，将农户面临的17种压力分为自然、社会、经济、政

策四种类型，其中，政策冲击是指政府实施退牧还草、退耕还林等生态补偿政策后，农

户生计水平发生变化的实际情况。在调查中，首先通过询问“近三年来，农户是否遭受

该种压力（冲击）”来识别受压力影响的农户，再次询问“该种压力（冲击）对农户生

计造成的影响如何”，并采用五级量表打分来判断生计压力对农户影响的严重性程度，具

体指标体系如下（见表2）。

为了描述农户遭受多重压力的多样化程度，以每户家庭所遭受的压力种类作为压力

多样化指数，即将农户遭受的一种压力赋值为 1，如某户遭受自然灾害、子女就业困难

两种压力，其压力多样化指数为 2，最后，对不同区域农户的压力多样化指数取平均

值，得出该区域农户的生计压力多样化指数[26]。

3.2.2 生计资产可得性测度 生计资产可得性是指农户获得的生计资产情况，农户遭受不

同生计压力时，其资产的可得性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为了定量测度压力背景下农户的

资产可得性变化，基于相关研究[11,27]、地域特色及农户生计资产变化的实际情况，构建了

多重压力背景下的资产可得性变化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用家人健康是否变差及孩子是

否辍学表征人力资产可得性变化情况；草地/耕地的面积与质量变化表征自然资产可得性

变化情况；牲畜数量变化与是否获得固定资产表征物质资产变化情况；用家庭储蓄变

化、是否获得借款、现金援助的机会及家庭总收入的变化表征金融资产变化情况；用获

得亲友帮助及获得政府援助表征社会资产变化情况（见表3）。

表1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受访户特征
Tab. 1 Characteristics of surveyed households in the Yellow River Water Supply Area of Gannan

农户
类型

经济示范区农户

恢复治理区农户

重点保护区农户

全体农户

平均年龄
（岁）

35.10

32.88

31.40

32.52

务农年限
（年）

18.45

24.28

23.06

23.42

家庭规模
（人/户）

4.88

5.05

5.22

5.08

劳动力
人数

3.06

2.98

2.84

2.91

人均年收入
（元）

6680.49

7730.25

6735.70

7048.81

家庭劳动力受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

33.33

37.03

35.98

35.80

初中

18.75

17.41

12.70

16.00

高中及以上

47.92

45.57

51.32

4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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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衡量多重压力下农户生计资产可得性的变化程度，首先，对表征自然、
人力、物质、金融、社会等五大资产可得性变化的指标进行赋值，采用因子分析法[28]计
算各指标的权重，最后，对各指标进行加权求和，得到农户五种资产可得性变化指数。
公式如下：

Eij = 1
n∑i = 1

n

eij × wij （1）

表3 生计资产可得性的测度指标及赋值
Tab. 3 Measurement and valuation of changes in the availability of livelihood assets

一级指标

人力资产

自然资产

物质资产

金融资产

社会资产

二级指标

家人健康变差H1

子女辍学H2

草地/耕地面积N1

草场/耕地质量N2

牲畜数量P1

固定资产P2

家庭储蓄情况F1

获得借款F2

家庭总收入F3

获得现金援助的
机会F4

帮助网规模S1

获得政府救助S2

指标描述与定义

受到压力后家庭成员的健康变化

家庭受到压力后，子女被迫辍学

压力下农户家庭的草地/耕地带来的变化

压力下农户家庭的草地/耕地带来的变化

家庭抵御压力而出售牲畜或者压力下牲畜数量

家庭出售房屋、农具、运输工具等数量变化

受到压力农户家庭储蓄的变化情况

家庭是否获得借款抵御压力

在压力的影响下，家庭收入的变化情况

急需用钱时，能否获得现金援助的机会

家庭处于困难时期，亲友的帮助情况

家庭遭受自然灾害等，是否及时获得政府救助

指标说明

变差=0，不变=0.5，变好=1

是=0，否=1

减少=0；不变=0.5；增加=1

退化=0；不变=0.5；变好=1

减少=0；不变=0.5；增加=1

减少=0；不变=0.5；增加=1

减少=0；不变=0.5；增加=1

能=1，不能=0

减少=0；不变=0.5；增加=1

能=1，不能=0

变少=0；不变=0.5；变多=1

有=1，没有=0

权重

0.48

0.52

0.56

0.44

0.57

0.43

0.34

0.25

0.25

0.16

0.52

0.48

表2 生计压力的测度指标及赋值
Tab. 2 Measures and values of livelihood pressure

分类

自然压力

社会压力

经济压力

政策冲击

指标

自然灾害

草场/耕地退化

牲畜患病

水土流失

农业病虫害

人畜饮水困难

子女就业困难

养老无保障

子女学费支出高

农牧产品价格下降

婚嫁支出高

家人患病

购买假种子

建房开支高

家人去世支出高

农/牧产品销路难

生态政策

是否遭受该压力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该压力对家庭的影响程度

没有影响=1；比较轻微=2；一般=3；比较严重=4；非常严重=5

没有影响=1；比较轻微=2；一般=3；比较严重=4；非常严重=5

没有影响=1；比较轻微=2；一般=3；比较严重=4；非常严重=5

没有影响=1；比较轻微=2；一般=3；比较严重=4；非常严重=5

没有影响=1；比较轻微=2；一般=3；比较严重=4；非常严重=5

没有影响=1；比较容易=2；一般=3；比较困难=4；非常困难=5

没有影响=1；比较轻微=2；一般=3；比较严重=4；非常严重=5

没有影响=1；比较轻微=2；一般=3；比较严重=4；非常严重=5

没有影响=1；比较轻微=2；一般=3；比较严重=4；非常严重=5

没有影响=1；比较轻微=2；一般=3；比较严重=4；非常严重=5

没有影响=1；比较轻微=2；一般=3；比较严重=4；非常严重=5

没有影响=1；比较容易=2；一般=3；比较困难=4；非常困难=5

没有影响=1；比较轻微=2；一般=3；比较严重=4；非常严重=5

没有影响=1；比较轻微=2；一般=3；比较严重=4；非常严重=5

没有影响=1；比较轻微=2；一般=3；比较严重=4；非常严重=5

没有影响=1；比较容易=2；一般=3；比较困难=4；非常困难=5

没有影响=1；比较轻微=2；一般=3；比较严重=4；非常严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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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ij为第 i个农户的第 j个生计资产可得性变化指数；eij为第 i个农户的第 j个生计资
产可得性变化的赋值；wij为第 i个农户的第 j个生计资产可得性变化的权重；n为第 j个生
计资产可得性变化的指标个数。E的取值范围介于0~1之间，越接近0.5，则表示生计资
产可得性变化幅度越小，越接近0或1，则表示生计资产可得性变化的幅度越大。
3.2.3 多重压力对生计资产可得性的影响 从自然、社会、经济、政策四类压力的严重性
程度（没有影响=1；比较轻微=2；一般=3；比较严重=4；非常严重=5）来综合研究其对
农户生计资产获得过程的影响。鉴于被解释变量“生计资产可得性变化”有三种情况：

“生计资产可得性降低=0”、“生计资产可得性稳定=0.5”和“生计资产可得性增加=1”三

类①，属于有序变量，故本文选择有序多分类逻辑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农户生计资产可得
性的关键压力，并利用交互变量分析压力的交互作用对生计资产可得性的影响。

4 结果分析

4.1 农户面临的生计压力
统计结果显示，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有 95.38%的农户面临着多重压力，仅有约 5%

的农户面临单一压力，生计压力多样化指数达到3.97。其中，经济示范区农户面临的压
力种类最多，多样化指数达4.47，而恢复治理区、重点保护区的压力多样化指数分别为
4.14、3.80。进一步分析发现（见表 4），重点保护区与恢复治理区农户面临的自然压力
最频繁，其中，“自然+经济”、“自然+社会”型压力是重点保护区农户面临的主要压力
组合，面临该类型压力的受访户占到36.0%、24.0%，恢复治理区农户则面临“自然+经
济”、“自然+经济+社会”两种压力组合，面临该类型压力的受访户分别占到 42.0%、
33.6%；而经济示范区农户面临的社会压力最频繁，其中，面临“经济+社会”压力型的
农户比例最高，占该区受访户的25.0%，其次为“自然+社会”，占比为23.21%。

生态政策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的生计产生显著影响，但不同生态功能区存在差
异。其中，重点保护区仅遭受生态政策冲击的农户比例最高，达48.44%，恢复治理区次
之，该区比例为39.06%，而经济示范区该比例仅为10.94%。此外，重点保护区遭受“政
策+自然”压力冲击的农户比例明显高于恢复治理区与经济示范区。

4.2 农户的生计资产可得性变化
多重压力冲击往往导致不同区域农户的生计资产可得性变化存在差异。从图 2 来

看，农户除了社会资产可得性变化处于稳定状态，其余资产可得性变化几乎为降低状态：

① 分类范围：生计资产可得性降低[0, u- 12 σ）、生计资产可得性稳定[u- 12 σ，u+ 12 σ]、生计资产可得性增加三

类（u+ 12 σ，1]，其中，σ是某项资产可得性的标准差，u为某项资产可得性在压力背景下保持不变所附的值。

表4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不同区域农户遭受的多重压力
Tab. 4 Multiple pressures on farmers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Yellow River Water Supply Area of Gannan (%)

经济示范区

恢复治理区

重点保护区

全区域

N+F

19.64

42.00

36.00

39.91

N+S

23.21

1.20

24.00

1.34

N+P

0

0

0.57

0.22

F+S

25.00

12.40

16.00

15.40

F+P

0

1.20

0

1.11

N+F+S

19.64

33.60

13.71

29.91

N+F+P

3.45

3.20

3.43

0.67

N+S+P

0

0

1.14

4.46

F+S+P

1.79

2.40

1.14

2.23

N+F+S+P

10.71

0.04

4.57

5.13

多样化指数

4.47

4.14

3.80

3.97

注：N：自然压力；F：经济压力；S：社会压力；P：政策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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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产可得性：较低 [0，
0.424），稳定 [0.424，0.576]，较
高（0.576，1]

物质资产可得性：较低 [0，
0.424），稳定 [0.424，0.576]，较
高（0.576，1]

人力资产可得性：较低 [0，
0.430），稳定 [0.430，0.570]，较
高（0.570，1]

金融资产可得性：较低 [0，
0.416），稳定 [0.416，0.584]，较
高（0.584，1]

社会资产可得性：较低 [0，
0.390），稳定[0.390，0.610]，较高（0.610，1]

其中，自然资产可得性降低幅度最大，人力资产可得性降低幅度次之，再次为物质
资产可得性降幅。具体来看，经济示范区农户除了金融资产与社会资产的可得性变化处
于稳定状态外，其余各类资产的可得性变化均处于降低态势，其自然资产可得性降低幅
度最大、金融资产可得性降低幅度最小，其可得性变化指数分别为 0.27、0.45；恢复治
理区农户除了社会资产可得性处于稳定状态，其余各类资产可得性均处于降低态势，其
自然资产可得性降低幅度最大，金融资产可得性降低幅度最小，可得性变化指数分别为
0.28、0.40；重点保护区农户除了社会资产可得性处于稳定状态，其余各类资产可得性均
处于降低态势，其自然资产可得性降低幅度最大，金融资产可得性降低幅度最小，其可
得性变化指数分别为0.28、0.39。

为了更精确地分析不同压力组合类型对农户生计资产可得性的影响，基于研究区农
户面临的主要压力组合类型，特选取“自然+经济”“经济+社会”“自然+经济+社会”等
三类压力组合类型，进一步探讨其对农户资产可得性变化的影响（见图 3）。总体来看，
研究区农户家庭除了社会资产可得性的变化处于稳定区间，其余资产可得性几乎处于降
低态势，具体来看，在“自然+经济”“自然+经济+社会”压力的冲击下，经济示范区、
恢复治理区与重点保护区农户资产可得性降低幅度最大的有自然资产与人力资产，降幅
最小的为金融资产；在“经济+社会”压力冲击下，经济示范区、恢复治理区与重点保护
区农户资产可得性降幅最大的均为自然资产，降幅最小的则有物质资产与金融资产。
4.3 多重压力对生计资产可得性的影响

多重压力之间往往存在着交互作用[9]。为了更清晰地分析多重压力对农户生计资产可
得性的影响，本文首先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17种单一压力对生计资产可得性
的影响，然后分析生计压力的交互作用对资产可得性的影响。

（1）单一压力对资产可得性变化的影响。结果显示，模型中自变量偏回归系数进行
似然比检验，结果P<0.001，说明17种生计压力对于解释影响农户生计资产可得性变化
是有意义的；由各模型的偏差检验Deviance值及决定系数Cox-Snell R2值可以看出模型拟
合度与整体有效性较好。

进一步分析发现（见表 5，见第 1160页），在影响自然资产可得性变化的诸多压力
中，退（耕）牧还草（林）等生态政策及农牧产品销路难等压力对其具有显著的负向影
响，而农牧产品价格下降、婚嫁支出高及牲畜患病等压力对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影
响人力资产可得性变化的诸多压力中，自然灾害、农牧产品销路困难对其有显著负向影

图2 多重压力对不同区域农户生计资产可得性变化指数的影响
Fig. 2 Impacts of multiple pressures on household livelihood asset

availability in different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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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在影响物质资产可得性变化的诸多压力中，牲畜患病对其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影
响金融资产可得性变化的诸多压力中，购买假种子、家人患病及农业病虫害对其有显著
负向影响，而养老无保障与人畜饮水困难等压力对其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影响社会资产
可得性变化的诸多压力中，农产品价格下跌对其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牲畜患病、子女
学费开支高与婚嫁支出高对其有显著正向作用。

（2）生计压力的交互作用对生计资产可得性变化的影响。限于篇幅，文中仅列出了
通过显著性检验的交互项（见表6，见第1161页）。对于自然资产可得性变化而言，婚嫁
支出高与农牧产品价格下降等压力的交互作用对自然资产可得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
牲畜患病与草场质量下降、自然灾害与子女就业等压力的交互作用对自然资产可得性有
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婚嫁支出高与农牧产品价格下降的交互作用对自然资产可得性
的影响最强烈，其次为牲畜患病与农牧产品销路难的交互作用，再次为自然灾害+农牧产
品价格下降+婚嫁支出高的交互作用。

对于物质资产可得性变化而言，农产品病虫害与草场质量下降、自然灾害+子女学
费+婚嫁支出高等压力的交互作用对物质资产可得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牧产品价格
下降与生态政策、家人患病支出高与建房开支等压力对物质资产可得性为显著正向影
响。其中，牲畜患病与人畜饮用水困难的交互作用对物质资产可得性的影响最强烈，其
次为牲畜患病与水土流失的交互作用，再次为生态政策与农牧产品价格下降的交互作用。

图3 多重压力下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生计资产可得性变化情况
Fig. 3 The change of farmers' livelihood assets availability under multiple impacts in the Yellow River

Water Supply Area of Gannan

注：N: 自然压力；F: 经济压力；S: 社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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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金融资产可得性变化而言，除了婚嫁支出高与子女就业、自然灾害+农牧产品价
格下降+子女就业、农业病虫害与水土流失的交互作用对金融资产可得性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以外，其余压力的交互作用对其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子女学费支出高+婚
嫁支出高+农牧产品价格下降+养老无保障压力的交互作用对金融资产可得性的影响最
大，其次为自然灾害+农牧产品价格下降+子女就业的交互作用。

对于社会资产可得性变化而言，建房开支与子女就业等压力的交互作用对社会资产
可得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自然灾害与养老无保障、生态政策与子女就业的交互作用
对其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建房开支与生态政策的交互作用对社会资产可得性的影
响最大，其次为子女学费+养老无保障+婚嫁支出高的交互作用。

对于人力资产可得性变化而言，养老无保障与生态政策、建房开支高与水土流失等
压力的交互作用对人力资产可得性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子女学费与养老无保障、婚嫁
支出高与子女就业等压力的交互作用对其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子女就业与农业病
虫害的交互作用对社会资产可得性的影响最大，其次为子女学费与养老无保障的交互
作用。

总体来看，在 17种压力的交互效应中，农牧产品价格下降、牲畜患病、婚嫁支出
高、自然灾害等压力是交互作用的核心要素，其交互作用对农户的五大生计资产可得性
变化产生着重要影响。

表5 有序多分类Logit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Tab. 5 Estimation results of ordered multi-classification Logit regression model

Y=1

Y=2

自然灾害

家人患病

子女学费开支高

农牧产品价格下降

养老无保障

婚嫁支出高

家人去世支出高

建房开支高

生态政策

子女就业困难

农业病虫害

牲畜患病

农牧产品销路难

人畜饮水困难

购买假种子

草地质量下降

水土流失

Deviance

Cox-Snell R2

自然资产

1.580***

3.268***

0.200

-0.050

-0.064

-0.189**

0.058

0.292***

-0.177

-0.026

-0.544**

-0.071

-0.019

0.129**

-0.145*

-0.115

0.013

0.052

-0.001

103.869

0.170

人力资产

1.599***

4.451***

-0.154**

-0.038

0.019

0.185**

0.053

-0.021

0.142

0.039

-0.009

0.036

0.075

0.054

-0.278**

0.101

0.043

-0.155

0.212**

119.493

0.197

物质资产

0.699***

2.929***

-0.067

0.021

-0.042

-0.023

-0.111

-0.107

-0.016

0.031

-0.026

0.031

-0.138

-0.227***

0.088

-0.024

0.183

0.049

-0.086

142.751

0.288

金融资产

0.443**

2.283***

-0.050

-0.071*

-0.042

-0.008

0.133*

-0.004

-0.001

0.044

0.016*

0.038

-0.174**

-0.047

0.017

0.187***

-0.275*

0.067

-0.082

137.760

0.282

社会资产

-1.119***

1.461***

0.019

-0.038

0.090**

-0.119*

-0.092

0.126**

0.089

-0.019

0.030

-0.016

-0.067

0.249*

0.125

-0.019

-0.038

-0.013

0.176

89.146

0.152

注：*、**、***分别表示0.1、0.05、0.01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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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生计压力的交互作用对资产可得性的影响结果
Tab. 6 Impact of livelihood stress interactions on asset availability

因变量

自然资产

可得性变化

Deviance

物质资产

可得性变化

Deviance

金融资产

可得性变化

Deviance

社会资产

可得性变化

Deviance

人力资产

可得性变化

Deviance

自变量

婚嫁支出高×农牧产品价格下降

子女学费×农牧产品价格下降

家人患病×农牧产品价格下降

生态政策×农牧产品价格下降

家人患病×子女学费

子女学费×生态政策

自然灾害×子女就业

人畜饮水×草场质量下降×水土流失

牲畜患病×农牧产品销路难×
草地质量

395.016

自然灾害×农牧产品价格

农牧产品价格×生态政策

家人患病×建房开支

牲畜患病×人畜饮用水困难

农业病虫害×农牧产品销路难

自然灾害×子女学费×婚嫁支出高

625.191

婚嫁支出高×子女就业

婚嫁支出高×家人患病

家人去世×建房开支

牲畜患病×水土流失

自然灾害×家人患病×家人去世

牲畜患病×农产品销路难×草场质量
下降

732.090

自然灾害×养老无保障

建房开支×子女就业

生态政策×子女就业

子女学费×养老无保障×婚嫁支出高

451.814

子女学费×养老无保障

养老无保障×生态政策

婚嫁支出高×子女就业

家人去世×草场质量下降

建房开支×水土流失

自然灾害×养老无保障×子女就业

399.155

回归系数

0.342***

0.136**

-0.129**

0.347*

0.044*

-0.217*

-0.098**

0.034***

0.018**

Cox-Snell R2

-0.120**

0.220**

0.047*

-0.302**

-0.159*

-0.079*

Cox-Snell R2

0.059*

-0.065**

-0.128**

-0.199**

-0.198*

-0.134*

Cox-Snell R2

0.085**

-0.044*

0.131*

-0.126**

Cox-Snell R2

-0.128***

0.272***

-0.095*

-0.624**

0.099*

-0.141**

Cox-Snell R2

自变量

农业病虫害×人畜饮水困难

牲畜患病×人畜饮水困难

牲畜患病×农牧产品销路难

牲畜患病×草场质量下降

生态政策×子女就业

家人去世×建房开支

自然灾害×家人患病×养老无保障

自然灾害×农牧产品价格×婚嫁支出高

家人患病×子女学费×建房开支

0.240

牲畜患病×水土流失

牲畜患病×草场质量下降

农牧产品销路难×草场质量下降

子女学费×农业病虫害

农业病虫害×草场质量下降

0.283

自然灾害×农牧产品价格×子女就业

子女就业×婚嫁支出高×建房开支

子女学费×婚嫁支出高×建房开支

农业病虫害×水土流失

生态政策×家人患病×建房开支

子女学费×婚嫁支出高×农牧产品价
格×养老无保障

0.317

建房开支×生态政策

人畜饮水困难×购买假种子

家人患病×农牧产品价格×子女就业

自然灾害×家人患病×农牧产品价格

0.147

家人患病×建房开支

自然灾害×水土流失

农业病虫害×人畜饮水困难

子女就业×农业病虫害

建房开支×牲畜患病

农牧产品价格×婚嫁支出高×子女就业

0.400

回归系数

-0.196**

0.127*

0.162***

-0.128**

0.324*

-0.083**

-0.062*

0.035***

-0.026*

0.258**

0.109*

-0.145*

-0.130**

-0.175**

0.107***

-0.047*

-0.034**

0.167**

0.040*

-0.630***

-0.161**

-0.460*

-0.043*

-0.086**

-0.057*

0.099*

0.584**

-0.263***

-0.172**

-0.900**

注：*、**、***分别表示0.1、0.05、0.01水平上显著，表中仅列举通过显著性检验的交互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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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5.1 讨论
5.1.1 农户生计压力的空间异质性 农户面临的生计压力往往因其所处的自然、社会与经
济环境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即使在同一地区，处于不同海拔高度的家庭，其面临的风
险冲击也存在较大差异[29]。本文研究结论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
不同生态功能分区农户遭受的生计压力存在差异，并且这种差异更多受到资源禀赋、自
然环境、担负的主体功能等因素的影响。对于重点保护区与恢复治理区农户而言，其生
计更多依赖于草场资源，而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影响，该区出现的草场/耕地退
化、牲畜患病、水土流失、农业病虫害等已影响到了该区农户的生计安全；对经济示范
区农户而言，其主要分布在县城周边，且人口较为集中，较强的经济竞争力致使该区农
户易受社会经济压力的影响。可见，考虑区域特色对构建具有针对性的农户生计风险防
范体系至关重要。
5.1.2 多重压力与资产可得性变化 生计资产可得性变化作为衡量多重压力冲击影响的重
要手段，因压力的多样化与复杂性而表现出较大差异。万文玉等[2]研究发现，自然风险对
自然、物质和社会资产存在较为显著影响，健康风险对物质、金融和社会资产存在显著
影响。然而，我们研究发现，多个压力同时作用会改变单一压力对农户生计资产可得性
的影响，即当农户遭受某种压力与其他压力的共同作用时，其资产可得性变化与其仅遭
受某一种压力时的资产可得性变化存在显著差异。如农户仅遭受生态政策时，农户的自
然资产可得性会降低，而同时面临生态政策与子女就业困难压力时，农户的自然资产可
得性反而趋于增加。主要原因是该区农牧民普遍缺乏发展型生计[30]，访谈中大部分农户
也反映到为了应对生态政策冲击及子女无法及时就业带来的不利影响，他们往往会通过
增加耕地/草场面积来维持生计。已有研究也显示[31,32]，农户往往通过调动自然资产来获
得金融资产。可见，不同农户在面临同一种压力或同类农户面临不同压力时，其资产配
置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未来需要进一步探明多重压力对资产配置的作用机制。

此外，生计压力对资产可得性变化的影响还表现出一定的同质性特征，例如，研究
区农户在“自然+经济”、“自然+社会”、“自然+经济+社会”等不同压力冲击下，自然资
产可得性均发生显著变化且呈现降低态势；与此同时，并非所有压力都会对生计资产可
得性产生显著影响，某些资产可得性仅对特定压力的冲击具有敏感性，而另一些资产可
得性对于生计压力不敏感，例如，研究区所有受访户的社会资产可得性对压力的冲击不
敏感，其恢复治理区农户的金融资产可得性变化仅对“自然+社会”压力敏感。
5.2 结论

多重压力的交互作用放大了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计的胁迫作用，加剧了农户的
生计脆弱性。鉴于此，本文基于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多重压力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
生计的影响。结论如下：

（1）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不同区域农户面临的压力类型存在差异，其中，重点保护
区与恢复治理区农户面临最多的压力类型一样，为自然+经济型，而经济示范区农户面临
最多的表现为经济+社会型。

（2）在多重压力的冲击下，重点保护区与恢复治理区农户除了社会资产可得性变化
处于稳定状态，其余各类资产可得性变化均处于降低态势，而经济示范区农户的金融资
产与社会资产的可得性变化处于稳定状态，其余各类资产可得性变化均处于降低态势。

（3）多重压力的交互作用对生计资产可得性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农牧产品价格下
降、牲畜患病、婚嫁支出高、自然灾害等是交互作用的核心，对农户的五大生计资产可
得性变化产生着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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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建议
基于以上讨论与结论，未来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提高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的生

计能力，降低多重压力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促进其生计可持续发展。首先，应建立健全
生计风险防范体系，加强生计风险的预警及应急能力；其次，加强环境保护知识、自然
灾害防御知识、健康知识等的宣传力度，扩展就业渠道、倡导低价婚嫁彩礼，与此同
时，增加中青年农户技能学习与双语教育的机会，培养新型职业农牧民，促进农牧民生
计方式的多元化，减轻多重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后，多措并举，引导农户合理配置
生计资产，同时，应及时收集农户对于政策实施后的反馈信息，正确引导农户规避压
力，降低多重压力的交互作用对农户带来的再次伤害。

多重压力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直接关系到重点生态功能区主体功能的发挥，本文基于
英国国家发展署的DFID框架，利用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多重压力对生计资产可得性的影
响，初步厘清了多重压力的交互作用对资产可得性的影响程度；未来，将进一步开展多
重压力的交互作用对资产可得性的作用机理、多重压力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过程与
影响机理、以及多重压力下农户的生计轨迹演化等方面的研究。

致谢：真诚感谢二位匿名评审专家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在创新点、生

态脆弱区与生计可持续性的研究综述、研究区、研究方法、结论梳理及细节等方面提出的修

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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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multiple pressures on the availability of farmers'
livelihood assets in key ecological functional areas:

A case study of the Yellow River Water Supply Area of Gannan

GAO Zhiyu, ZHAO Xueyan, LAN Haixia, SHI Yuzhong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Scienc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main function of the key ecological functional area is to provide stable and
sustainable ecological services. Farmers, as the basic unit to maintain the function and the main
economic activity subject in the area, face multiple pressures such as natural pressure, social
pressure and political pressure. The interaction of pressure not only enhances the vulnerability
of farmers’livelihood, but also affects the main function of the area. Therefore, identifying the
impact of multiple pressures on farmers’livelihood will help to formulate effective mitigation
measures for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This paper takes the Yellow River Water Supply Area of
Gannan as an example. Based on 549 household survey data and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methods, we explored the key pressures of farmers and discussed the influence of living
pressures’interaction on livelihood capital availabil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Most
farmers in the study area are under natural and economic pressures. The key protective region
and restoration region are under the pressure of nature and economy, and the economic
demonstration region is under the pressure of economy and society. (2) Under the multiple
pressures, the social capital availability of farmers in the key protective region and restoration
region is in a stable state,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other capital is decreasing. However, the
financial capital availability and social capital availability of farmers in economic
demonstration region are in a stable state,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other capital is decreasing. (3)
The interactions of high marriage expenses and low pric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livestock
diseases and shortage of drinking water, high tuition expenses for children and high marriage
expenses as well as low prices of agriculture products and pension insecurity, high expenses for
building houses and the ecological policy, and low employment rate for adult children and
agricultural pests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availabilities of natural capital, physical
capital, financial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respectively.
Keywords: multiple pressures; availability of livelihood capital; Yellow River Water Supply
Area of Gannan; key ecological functional area; far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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